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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式日月表现模式及其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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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 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１８９）

　 　 ［摘　 要］ 日月等自然物在不同文化中有着各异的图像表现方式，反映出文化对自然

理解的差异。 经过对商周以来的多元传统整合，中原地区基于通行传说，在汉代确立起在

圆形内填入代表性图符或文字的表现模式。 汉式日月的表现模式不仅在中原地区沿用了

很长时间，在边疆地区也有所发现。 通过分析汉式日月图像的建立及其在高句丽、敦煌和

吐鲁番地区的传播、接受和再运用情况，可发现日月图式作为艺术系统的碎片化模件在不

同区域传播的情况及其所见证的民族文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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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作为一种特殊的“人工物品”，其视觉性和物质性是一体两面的①，很多学者注意到物品同

权力、性别、消费的关系等②；图像及其观看，在社会中的构成方式及其构成意义，同样蕴含丰富的文

化因子。 有学者提出，把文化当作一个“社会生活的类别”（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ｌｉｆｅ），与经济、社会和政治

不同，又非全然无关③。 图像的设计和释读，都不能独立于物质、经济或社会因素之外而发挥作用。
文化产物的意义由社会习俗所决定④，图像所生长的语境改变，可能导致图像破碎。 这种破碎，形成

了更多样地表达。 但不可忽视的是，这种表达仍然不是完全“自由”的，仍然需要与文化系统中释出的因子

相配合⑤，产生社会习俗所接受的意义。 特定图式的成形、传播与接受，反映了文化片段与其他社会文化因

子之间的纠缠关系和文化的融合。 确立于汉代的日月图式，就是这类文化片段的典型图像例证。

一、汉式日月图像的发展定型

不同文化对于日月的理解各不相同，对其描绘不仅是对自然的模仿，而且也包含文化密码⑥。
例如古埃及绘画中用圣甲虫代表太阳，因为古埃及人相信甲虫是推动太阳的；而在两河流域的艺术

中，月亮常被表现为月牙形，如巴比伦的库都鲁石碑中的星座符号，呈现当时当地人的天文知识和视

觉习惯，亦反映该族群对新月的崇拜⑦。
在中原地区，从文献来看，先秦时期的人对于日月有着不同的理解⑧。 《山海经·大荒东经》中

记载：“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⑨明确地将乌鸦作为太阳运行于天空的载

体。 《春秋玄命苞》 《论衡》等文献中页记载“日有三足乌者，阳精”。 《后汉书·天文志》中引《灵
宪》：“日，阳精之宗，积而成乌。”⑩汉代的官方和民间信仰中，都存在太阳之精化为日中之乌的说法，



将乌鸦从太阳之外的负载者，变成了内在于日中的太阳之精。 与日精三足乌对应的月中太阴之精则

多为蟾蜍，如《淮南子·精神训》：“日中有蹲鸟，月中有蟾蜍。”①这种观念赋予了太阳和月亮形体和

精神的二元性，他们既具有天体的形态，也具有幻化为不同形态的精气神魂。
相对太阳之精化为三足金乌的固定说法，汉代人对太阴之精所化的形象有更多想象。 除了蟾

蜍，《后汉书·天文志》中提到：“月，阴精之宗，积而成兽，象兔。”这里描述月精所化之兽像兔的想象

则丰富得多，这一说法逐渐演化成魏晋时成熟的玉兔传说。 月亮别称蟾窟、兔笼、桂宫等，再加上嫦

娥和吴刚的传说，形成了富于想象的月中世界。
月中形象的多样，反应中原古代信仰中专门的月崇拜并不发达。 我国古代信仰体系中，月作为

太阴，与太阳相对成对偶关系存在是占主要地位的。 如羲和传说中，有时会出现与作为日母相对的

月母常羲②。 月在信仰体系中相对次要的地位，给了民间传说更多的发挥想象的可能。 因为月为太

阴，其阴属性与女性相关，在后世派生出很多女性与月亮的传说与习俗，如拜月乞巧等。
从图像来看，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早期的陶文中出现了以日芒为标志的太阳符号③。 日芒符号

刻画在凌家滩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玉鹰身上，显示在原始信仰中已存在太阳与鸟类的关联。 金沙

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是较早将禽鸟形象表现在日轮之内的实物例证。 但这个形象是否与后来

在中原普遍使用的金乌有关联仍有待证实。
典型的太阳金乌图式确立于汉代的图像中。 出土于马王堆一号汉墓的棺盖帛画中，乌鸦被描绘

在红色的日轮之中，标志着太阳在图画中表现模式在西汉前期成型。 但这幅帛画中的月亮还是月牙

的形状，月牙弯中有蟾蜍和兔子两个动物（图 １）。 虽然象征月亮的图像与后来流行的圆月有所差

异，但蟾蜍和玉兔与月亮本体的关联已经显现。 西汉中期，金雀山的帛画中，日月就都是圆形的了，
中以侧面的乌鸦和俯视的蟾蜍代表日月（图 ２）。 稍后出现的大量壁画中的日月图像，可以看到这一

图式广为流传，稳定地作为日月的代表被使用在绘画中。
　

图 １　 马王堆一号汉墓棺盖帛画局部 图 ２　 金雀山汉墓棺盖帛画局部

汉代的信仰体系中，日、月与作为生命体的人一样，具有形体和精神二元性的观念。 汉式日月图

像的成形，与这种观念相呼应。 圆形表示的日月作为天体的形状，尽管月有圆缺，但圆还是其根本的

完整形态，缺则是部分时间呈现的状态。 其中的金乌和蟾蜍则是日月精神所化的形象。 玉兔原本也

是月之精的化形，随着传说的变化，演变成日月之中的事物。 虽然在磁涧里河村汉墓壁画中的月轮

里出现了树木的形象，显示月中有树荫的想象已经存在，但因为汉墓壁画中还有日轮中带有树木的

图像，月中玉桂之说恐尚未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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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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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图像除了代表自然的日月，日月图像还隐含着时间和空间的象征意义。 通常，日月图像出

现的位置对应墓葬内两个空间方位（图 ３）。 这种方位不仅是自然的东西方向，在汉代的信仰系统

中，还与阴阳、生死等二元概念存在对应关系。 这种关联源自先秦时代“天”的概念中自然法则与社

会法则的结合及后来阴阳学说的发展①。 在中古墓葬艺术中，伏羲举日、女娲捧月的图像，也反映了

这种日月阴阳对应关系的存在。 伏羲女娲并不是日月神，在汉代画像中，大量的伏羲女娲手持规矩，
表示他们是人类的始祖和社会秩序的奠基者。 但他们代表着阴阳交合，而日月分属阴阳，因此与伏

羲女娲联系到了一起，继而出现了伏羲捧日和女娲捧月的图像。

图 ３　 洛阳卜千秋墓壁画

在部分汉墓壁画中，日月分别被描绘在屋宇的两侧，屋脊的上方站立着一只雄鸡，描绘出太阳东

升、月亮西沉、雄鸡报晓、黎明到来的那一时刻。 在汉代的墓葬艺术中有事死如生的特点，仿造现实

世界描绘死后世界的图景，但在模仿描绘中包含了对自然的主观理解和加工。 日月的形体、精神二

元性，与人所具有的身体和魂魄二元性的生命②相对应。 在汉代的信仰中，死亡亦被描述为一种生命

形式的转换，而墓葬正是灵魂重生的开始之处，经历死亡的黑暗而在死后世界永生③。 日月轮转对应

生命的转换，而黎明时刻所象征着新生复苏和重新开始，正是对墓葬中重生的隐喻。
六朝之后，随着神仙信仰的衰退和儒、道、释融合的新的信仰体系的建立④，跟神仙信仰密切关联

的太阳太阴图像发展停滞，加之绘画出现对自然的追求，这类符号化的日月不再像汉代那么常见，特
别是卷轴画中，用晕染表现月光效果的做法逐渐多见，但在《女史箴图》等画作中，仍可看到汉式日月

图像，说明这一表现模式长期延续。 或因对满月的偏爱，圆月一直是中国绘画中最为多见的月形。
圆月之中，除了使用金乌蟾蜍来代表日月外，在宋代陶俑、黑水城西夏文书、明代石刻潞王陵石刻等

图像中也有在圆圈中直接标注日、月文字的做法；清代金农曾作《月华图》（图 ４），在倒晕的月轮中染

出月中阴影，这一图像与其他在圆月中晕染示意月中明暗的图像，也可视为随着绘画再现性的发展

而产生的汉式日月图像模式的变体。
汉式日月的确立，是早期多元信仰和图像整合的结果。 表现模式在中原图像中长久的延续和变

化，反应一些古代图像对自然对象的艺术描绘，既描绘了这一事物的自然特征，又表现了这一事物在

特定文化中的观念特质，成为民族文化中独特的视觉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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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许倬云《求古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８２ 年，第 ４２６－４４９ 页。
Ｓｅｅ ｔｏ ＯｇｕｒａＫｉｚｏ，Ａｎｉｍ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Ｔｗｏ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Ｌｉｆｅ ｉｎ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ｓ ｆｏｒ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ｒ⁃
ｄｅｒ， Ｒｏｇｅｒ Ｔ． Ａｍｅｓ， Ｐｅｔｅｒ Ｄ． Ｈｅｒｓｈｏｃｋ，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ａｗａｉｉ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７， ｐｐ １１２－１２７
参见巫鸿《礼义中的美术（上）》，郑岩、王睿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４ 年，第 ５３、６２ 页。
参见蒲慕舟《追求一己之福：中国古代的信仰世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第 ６３ 页。



二、高句丽壁画墓中的汉式日月

图 ４　 清 金农《月华图》

南北朝时，草原丝路复兴，即《魏略》中的北

新道，由车师后部、高昌向东延伸，经河套地区过

黄河，至北魏前期政治中心平城，东至辽东，形成

贯通中国北方的东西国际交通路线①。 丝路东延

活跃了文化交流，这在集安高句丽墓室壁画中多

有体现。
高句丽晚期的五盔坟 ４ 号墓中出土了两组

使用中原式日月符号的壁画。 两组壁画分别为

天象图中的日月和类似中原地区的伏羲女娲捧

日月图像（图 ５）。
五盔坟 ４ 号墓、５ 号墓和四神冢等建于公元

６—７ 世纪的几座壁画墓，壁画的内容、图像分布

和技法风格相近，反映了集安地区高句丽墓葬中

的晚期壁画墓营建和壁画绘制的特点②。 ５ 世纪

时，高句丽重心迁往大同江北岸③，更多地受到当

地汉遗民和移民文化影响，这批壁画带有六朝的

特点，但不绘墓主像等特点，与冬寿墓等仿效南

朝的 ４、５ 世纪壁画墓相比又有明显区别④。 高句

丽中期，“增营宫室，颇极侈丽”⑤，贵族享乐的生

活风气表现在墓室中是对逸乐生活的描绘。 晚

期的壁画墓将墓室包装成神话世界，墓中图像所

反应的内容，以其高度的去现实化，与较早的以

表现日常生活为主的角氐冢、舞蹈冢壁画有显著

区别。
五盔坟 ４ 号墓、５ 号墓在藻井第二层叠涩石

梁处的图像表现的是人类文明的历史神话⑥，这
一推断大体是说得通的，但是具体的内容是否能

够直接对应中原的传说则应该谨慎考虑。 在五

盔坟 ４ 号墓中，神人的形象是非常丰富的。 从样

貌上来说，大抵分为三类：一是类似僧人的形象；
二是身着华服头戴高冠的形象；三是身着单袍的

散发仙人形象。
在四壁菱形交错的纹样之间，朵朵莲花，当

中各种高人神仙或坐或立，这种莲花与人物的关系类似莲花化生的图像⑦。 莲花图像自 ４ 世纪起已

在高句丽墓室壁画中出现，此外在长川 １ 号墓中发现了类似礼佛图的壁画，虽然佛教传入高句丽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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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石云涛《３—６ 世纪的草原丝绸之路》，《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１ 年第 ９ 期，第 ７０－７９ 页。
参见李殿福《集安高句丽墓研究》，《考古学报》１９８０ 年第 ２ 期，第 １６３－１８５ 页。
参见苗威《以“新城”为中心考察高句丽的西部扩展》，《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第 １４０－１６０ 页。
参见宋娟、耿铁华《高句丽殉葬习俗初探》，《北方文物》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载烽上王七年（ ２９８）曾“增营宫室， 颇极侈丽”，两年后更“发国内男女十五已上，修理宫室”。
参见吉林省博物馆《集安五盔坟 ４ 号墓和 ５ 号墓清理略记》，《考古》１９６４ 年第 ２ 期，第 ５９－６６ 页。
参见耿铁华《集安五盔坟五号墓藻井壁画新解》，《北方文物》１９９３ 年第 ３ 期，第 ３７－４１ 页。



图 ５　 五盔坟 ４ 号墓壁画中的日月

得到推崇的时间仍有争议①，但佛教元素在 ４—７ 世纪的高句丽墓室壁画中借用是常见的现象。 第二

种身着华服头戴高冠的人物形象，与中原地区六朝时代的贵族形象类似，但冠帽有当地化的特征，为
“折风”一类②。 这类图像只出现在四壁，而未在叠涩藻井的壁画中出现。 从分布的位置来看，这类

形象的神性不如另外两种高，有可能是代表往生的高句丽贵族魂灵。 第三种单袍散发的形象是最多

见的，在四壁和藻井的壁画中都有运用。 整体上看，这些象形姿态较为夸张，身上的长袍边缘羽毛状

分叉，类似“羽衣”。 这些神仙大多身着近似“羽衣”的单袍，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黑底彩绘漆棺和仪

征出土的广陵侯温明等器物上彩绘云纹间的仙人衣着相似。 但高句丽壁画墓中的“羽衣”较为接近

世俗衣物，画法与南北朝时壁画中的天衣相似。 仙人的肢体形象更接近一般人，着鞋履而非赤足。
由此可见壁画中的仙人图像在背景传说故事、造型、画法等方面都有着多样的复杂来源。

再看伏羲女娲捧日月的图像，内有乌鸦和蟾蜍的圆形所代表的无疑仍是日月，因为这座壁画墓

在藻井上部还有另外一组同样的图符，分别描绘在两根相对的石梁上，两侧各有骑鸾鸟的仙人伴随。
这组图像表现天空的意向很明确，是日月悬空的意思。 由此推测仙人手中所捧应该也是日月的意

图 ６　 好大王碑碑文

思。 但日月并非伏羲女娲的典型配置，更为多见

的是手持规、矩的形象，因为二人被视为阴阳神，
而日月又是代表阴阳的天体，故而也有伏羲女娲

捧日月的图像。 但在该墓中，阴阳交替、日月轮

转已经可以通过上部的日月表现，没有必要通过

仙人捧日月重复表现。 故而第二组日月的出现，
说明这是这一图像表现的，是必须日月符号作为

男女神祇标志的主题。
与之位于同一层叠涩石梁上的图画，表现的

都是农耕、手工业等方面的神祇，可知这一层壁

画是由多个历史传说图像组成的。 在高句丽的

历史传说中，高句丽民族源自“河伯之孙，日月之

子”（图 ６）。 很多文献记载中都能看到高句丽认

为河伯女与日神是人类的始祖，建国东大穴祭日③，夫余、靺鞨等族的祖先传说有相似的结构，与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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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孙文范《高句丽史的几个问题》，《少数民族史及史料研究（三）———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学术会议论文集》，１９９８ 年。
参见郑春颖《高句丽“折风”考》，《考古与文物》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第 ８９－９４、１００ 页。
《三国志·高句丽传》：“其国东有大穴，名燧穴，十月国中大会，迎隧神还于国东上祭之，置木隧于神坐。”



的神话亦多有关涉①。 有学者指出，高句丽传说中的人类先妣为夫余传说中提到的河伯女郎，河水女

神的形象阴属，为月母②，日月相感而生人。 和与手捧日月的男女神相会，繁衍出子孙后代，继而有了

当地的社会和文明。
这一图像在墓中的位置，刚好与墓门相对，是这一层壁画中最先被进入墓室的人看到的图像。

图像描绘了高句丽信仰中人类的诞生，描绘了人类历史神话的开端。 位于墓室入口上方，同一高度

的壁画是打铁、制轮的仙人，对照人类起源的神话的表现，可知这是手工业生产的创造神话图像。 除

此之外，在藻井叠涩石梁上，还有一个被认为是“神农氏”的形象，人身牛首、手持禾苗的形象，与西晋

皇甫谧写下的神农氏相符合。 从图像上看，兽首人身，腰系一羽翼化的短裙状衣物，这样的形象在西

亚地区早已出现，自战国时起已经向东传播，类似的图像在草原丝路上广为流传。 可知是用这样一

个流传在草原丝路上的形象对应神农氏传说，描绘了授人禾苗的农耕神话。 在中原图像中，对三皇

五帝的表现都与常人相似，武梁祠画像石上的神农氏是一手持耒耜耕作的男子。 相比之下，农耕之

祖在高句丽壁画中与凡人的差异更大，不同于将三皇五帝视为人类历史的中原传统，高句丽人将农

耕的起源神话化了。 这一层图像从人的诞生开始，描绘文明的创造，反映了当地文化中神话与历史

的合一。
在上述壁画中，汉式日月图像的多种利用与中原图像的粉本在当地的传播与利用有着密不可分

的关系。 我们看到中原式的日月图像，作为一种独立的符号，随着东北、中原乃至江南地区的文化交

流而传播，并与当地文化因素融合焕发新生，和谐地布置当地的墓葬美术图像序列中。

三、敦煌瑞像中的汉式日月图像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节点重镇，该地区保留的壁画中，有许多表现日月的图像，包括天象图、日
月天和瑞像图。 其中隋唐到北宋时期的瑞像中，有指日月瑞像和托日月菩萨瑞像两类用到了日月

图像。
敦煌佛教图像中的指日月瑞像见于第 ２３１ 窟主室顶部南披（图 ７），第 ７２ 窟龛顶西披，第 ５３ 窟内

龛顶北披，第 ８５ 窟甬道顶部南披，第 ３４０、９、３９、４５、９８、１４６、３４２、３９７、４０１、４５４ 窟甬道顶部北披，以及

藏经洞出土绢画等，通常表现为一立佛右臂上举，手掌托月，左臂下垂压腕，手掌托日③，此瑞像的内

容可能与释迦摩尼在迦夷罗国手把日月的传说有关④。
另外一种托日月菩萨瑞像，见于第 ２３１ 窟主室龛内北披（图 ８），第 ２３７ 窟主室东披，第 ２３６ 窟主

室龛内东披，第 ８５、 ３４０、９、３９、４５、３４２、１４６、４５４ 窟甬道北披，榆林第 ３３ 窟南壁等，通常表现为一多臂

菩萨，左右各有一臂上举，手掌分别托起日月，托日月的菩萨身份不一，有观自在菩萨、如意轮菩萨、
弥勒菩萨等，因此形象和背景也不相同，学者认为这类形象与汉传佛教的典型菩萨形象不同，有的与

印度地方传说有关，可能源自古代印度诸国，有的则反映了中亚、于阗等地的佛像特点，但其源流仍

不能确定⑤。 这反映了敦煌瑞像图种类的多样性和来源的复杂性。 但大体上，菩萨手托日月也是放

光明和照耀的意思。
这两种瑞像的内容、来源和意义虽然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采用了同样一种符号化的图

像来表示日月：日通常为圆中有一只乌鸦的形象，而月则被表现为白色圆形中有一棵（桂）树的形象。
将日月都表现为圆形，而非多芒或月牙的形状，这一形式显然与汉代以来中原所使用的日月图像有

关。 而在圆中分别绘乌鸦和树，也源于中原地区关于三足乌和月中桂树的传说。
虽然这些瑞像的内容源自天竺或西域的传说、信仰甚至图像，但日月的形象却与中原文化有着

明显的关联。 可以说着两种瑞像的内容虽然源自西域或天竺，但在敦煌壁画中被表现时，却融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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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参见范恩实《高句丽祖先记忆解析》，《东北史地》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第 ３１－３６ 页。
参见梁志龙《高句丽隧神考》，《北方文物》２００１ 年第 ４ 期，第 ８４－９０ 页。
第 ７２ 窟的指日月瑞像是右手日左手月。
参见张小刚《敦煌佛教感通画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第 ７１ 页。
参见张小刚《敦煌佛教感通画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第 ３３、１６２、１６３ 等页。



汉式的日月图像。 敦煌瑞像图中使用汉式的日月图像，代表着汉代对于日月的认识和传说，在当地

有一定程度的传播。 但相似的同时，二者又有着明显的区别，敦煌瑞像中的日月图像并非对中原图

像的直接模拟，而是经过了一番改写。
　

图 ７　 敦煌 ２３１ 窟指日月瑞像 图 ８　 敦煌 ２３１ 窟托日月菩萨瑞像

首先，最明显的区别是月亮中不是蟾蜍、玉兔，而是桂树。 以乌鸦为标志的太阳和以蟾蜍为标志

的月（太阴）图像，在东汉时期已经向西传播，西晋十六国时在河西地区的墓葬壁画中已广为流传。
相关传说被其他文化吸纳，并产生了变体。 如俄藏黑水城西夏文《佛说大威德智胜光佛诸星宿调伏

消灾吉祥陀罗尼经》中，就使用金乌和玉兔代表日月，此外黑水城出土的星曜图像中，也有手捧中有

玉兔的月轮的月曜形象①。
以桂树为标志的月图像，是汉代确立的日月表现模式综合月中有桂树的传说演变而来。 月中有

桂树的传说，在中原地区出现的比蟾蜍和玉兔晚，一般认为不晚于唐代的时候，这一说法得以流传。
月中有桂传说广为流传的时间，与这些瑞像图绘制的时间是相符的。 此外月中玉桂的说法与佛教有

所关联，白居易《忆江南》词中“山寺月中寻桂子”就用到了月宫桂子落在灵隐寺旁月桂峰传说②。 在

汉代，跟三足乌对应的月精标志是蟾蜍，如《淮南子·精神训》：“日中有蹲鸟，月中有蟾蜍。”作为佛

教的瑞像图中月的标志，桂树显然比蟾蜍和兔子更为契合，也更容易为佛教徒理解和接受。 但由于

目前已知图像有限，尚不清楚以桂树为标志的月亮图像究竟是以某个传播到敦煌地区的图像为底

本，还是当地画工根据传说进行的再创造，其产生和传播的路径还有待更多研究。
其次，除个别日轮以红色为底，很多图像原本是金色底色，也有不少采用跟月亮一样的浅色底

色。 在中原，红色日轮不仅是对太阳的视觉印象的表现，还与源自先秦时的颜色象征系统有关。 在

这一颜色系统中，颜色被赋予了特定的象征意义。 这个系统自产生以来，便长时期地影响着人们对

颜色的感受和使用。 除了直接的视觉印象和心理影响外的身体性指向的意义外，在中原文化中更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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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于光建《武威西夏墓出土太阳、太阴图像考论》，《宁夏社会科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第 ２１４－２２０ 页。
传说灵隐寺德明和尚在落桂峰捡到月宫落下的桂子种植。



在被“被规约的色彩”所产生的社会性指向的文化意义①。
与以日月表现自然、时空和重生的中原图像不同，瑞像中的日月象征的是光明。 关于佛指日月，

佛经中记载：“（释迦摩尼）至迦夷罗国，左手把日、右手把月，藏于头中，天地冥暗，山飞石裂，海水逆

流，山川空行。”②图像所见，正是佛左手把日，右手把月的情景。 从佛教经典中的这段记载看，日月

是光明的象征，在日月光明之下，世间万物才能正常存在。 佛手把日月，正是掌握宇宙的神通的显

现。 日月都是光明的来源，其所放光明也是一样的，因此同样用明亮的颜色或具有光亮感的金色表

现也是合乎情理的。 从周密的《葵辛杂识》等笔记可知，自宋代起，人们已经逐渐意识到佛教和“胡”
文化中有不同的色彩系统③。 一幅画中的日轮用何种颜色填充，这不但与图像含义的变化有关，还反

映了人对颜色的理解的文化差异。 此外，从图像配置来看，这些瑞像出现的地方并不固定，其组合方

式也是多样的。 由此可知，瑞像图中的日月图像，消弭了中原墓葬图像中关于时间、空间和生命转换

的暗示，而与佛教文化相结合，形成新的意义。
最后，在汉式日月模式之外，唐代敦煌壁画中还存在多套不同的日月图像，如第 ２８５ 窟壁画乘马

车的日天和月天的图像，采用希腊化艺术的模式，以马车表现日月运行的图像。 可见在敦煌存在多

样的日月图像，显示出当地文化的丰富性，见证了古代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的活跃。 而汉式日月图

式在各种日月图像中占比最高，说明这一图式在当地是最具有通行性的图像，被古代的敦煌居民所

接受认同，显示出在文化交流的背景下民族文化融合的大趋势。

四、新疆地区的伏羲女娲与日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收藏着近 ３０ 幅绢质和麻质的《伏羲女娲图》。 这些作品主要出土于

６—８ 世纪的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群，此外，在吐鲁番喀拉和卓、交河故城也有少量发现④。 画面主体

是伏羲女娲交尾图像，其图式源自汉代中原地区出现的伏羲女娲图像⑤。 文物考古专家们对吐鲁番

墓葬出土的《伏羲女娲图》进行了研究，发现其具有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 一种保持汉式伏羲女娲图

像的特征，另一种则更具地方民族特点，人物形象的细节上贴近当地少数民族人物形象，女娲一改中

原女性高梳发髻、曲眉凤目的特征，鼻梁高耸、细眉深眼，伏羲则头戴锐顶纱帽，深眼高鼻，上唇与下

颌上布满了胡须。 这两种艺术风格表现在人物形象、敷彩、用笔上都有区别，但主体与汉式伏羲女娲

交尾图像保持一致。
图像上，不同形象的伏羲女娲大多以日月星相伴。 例如阿斯塔那墓葬曾出土一幅绢本《伏羲女

娲图》，长为 ２２０ 厘米，宽为 １１６ ５ 厘米，图中二人均微侧身，伏羲执矩，女娲执规，伏羲戴幞头，女娲

高髻妆面，下半身均为蛇形，互相交绕。 男女头部之间上方绘日形，日中有三足鸟，蛇尾之下绘月形，
月中有玉兔、桂树、蟾蜍。

其中对日的表现有三种类型：一是接近汉式日图，以深色勾勒圆形日轮，其内画象征金乌的展翅

立鸟，但与典型的汉式日图不同，新疆绢（麻）画中的日轮不填朱红，而以白色或纺织物本色为底；二
是西域特色的日图，以圆形代表日轮，日轮或为圆盘，或为圆圈，或为圆心圆环相套，部分还伴有射

线，周围环绕一圈连珠纹，这一图形在高昌和西州时期的器物、服饰的纹饰上都常见；三是汉式日图

与西域式日图的组合，即中有金乌图像的日轮和连珠纹的组合。
而对于月的表现，则有两种类型：一是汉式圆月图像（图 ９），圆形月轮当中描绘一棵茂盛的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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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彦青《中国传统色彩系统的观念及其历史叙事》，《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第 ３８－４１ 页。
详见《大正藏》，第 ５２ 册，第 ７６１ 页；第 ４９ 册，第 ７１８－７１９ 页。
参见陈彦青《中国传统色彩系统的观念及其历史叙事》，《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第 ３８－４１ 页。
参见阿迪力·阿布力孜《《伏羲女娲图》：见证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发展》，《中国民族报》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３ 日第 ００５ 版。
学术界对于伏羲女娲绢画多有讨论，可参考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北京：中国科学院，１９５４ 年，第 ５７ 页；冯华：《记新疆新发现
的绢画伏羲女娲像》，《文物》１９６２ 年第 ７、８ 期；倪润安：《麴氏高昌国至唐西州时期墓葬初论》，《西域文史》（第 ２ 辑），北京：科学
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第 ６４－７３ 页；〔德〕葛玛丽著，朱悦梅译：《古代吐鲁番葬俗》，《敦煌学辑刊》１９９７ 年第 １ 期；孟凡人：《吐鲁番出
土的伏羲女娲图》，《新疆考古与史地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第 ２８ 页；刘文琐：《伏羲女娲图考》，《艺术史研究》 （第 ８
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第 １１７－１６１ 页；等等。



树，桂树左右两侧分别描绘捣药玉兔和蟾蜍，是融合了众多关于月亮的神话传说要素的图像；另外一

种则是西域式的月图，标志是周围一圈连珠纹，连珠纹环中有满月和弦月两种，无论是月轮还是月

牙，都或是素底，或是以线条几何装饰①。

图 ９　 阿斯塔纳绢画中的汉式月图

伏羲女娲图像沿着丝绸之路向西传播，在不

同时代和地区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河西、新疆等

地在魏晋、隋唐时期也都有伏羲女娲图像出现，
其伏羲女娲形象基本由汉代伏羲、女蜗的形象演

变而来，加上了其地域化的特征，整体上呈现对

伏羲女娲信仰的认同②。 在新疆地区的图像中，
加入了日月星的图像，当中为伏羲女娲交尾，上
顶日，下据月，反应当地社会文化在吸纳中原文

化因子时，将阴阳神仙信仰与日月星宿代表的天象方位观念进行了融合。 但是在阴阳乾坤的大框架

图 １０　 １９６７ 年吐鲁番阿斯塔纳 Ｍ７６ 出土绢画

伏羲女娲交尾与西域式日月组合

下，具体表现有多种改变（图 １０）。 伏羲女娲的

形象和日月的表现，都有不同的类型，但是不同

类型的日月与伏羲女娲图像组合，并没有固定的

对应关系，可知画面局部细节的选用可在当地的

图像经验中自由挑选。 与之相应的，是星相的表

现：与伏羲女娲相组合的日月星中，或是以北斗

为标志，配有多个星宿的表现，或是没有北斗星

宿标志的满天星。 说明这些图像的绘制，以中原

天象为基本观念框架，但在具体进行艺术表现

时，有些次要元素被忽略和装饰化了。
除了图像样式，在太阳图像中，整体上勾勒

深色线条勾勒日轮轮廓，填充白色或金黄等明亮

浅色，并加红色线条和色块，相应地，月中装饰线

条也常用红色，与日轮中的射线或圆点用色相一

致反映出对于日月这两种天体光亮的视知觉中，
融合了朱红和浅亮两种色彩感受。 一方面保留

了汉式传统对太阳与赤红色彩的关联，另一方面

在黄色、白色的使用上，带有西域特色，区别于隋

唐中原尊黄的色彩观③。 新疆地区长久以来就是

多元文化荟萃交融之地，在色彩应用上，显示出

视觉文化领域多元融合的特征。 汉式日月图像在吐鲁番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反映出民族文化的包容

和活力。

五、传播与融合

中原地区对日月的图像化表现，经过周秦时代的发展，在西汉时形成了符号化形式④，从而形成

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视觉形象。 汉式日月表现模式为象征天体的圆形和中心标志性符号的组

合。 这一模式的诞生过程反映了特定艺术系统中自然和习俗在认知中的统一。 对中国的艺术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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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肖世梦《中国色彩史十讲》，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２０，第 １３３－１３９ 页。
符号化的图像，可以视为一种理智的形式，除了纯粹的认识功能，还必须努力去理解其中的思维和艺术直观。 详恩斯特·卡西
尔《语言与神话》中的论述。



说，模仿并不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与其制作貌似自然造物的作品，不如尝试按照自然法则来进行创

作①。 而日月的表现就是人们在理解自然物规律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创造。 而在历史中，这一规律

的视觉化表达成为社会整型中的模件，形成易于复制和传播的形式，成为培育社会同质性和文化一

致性的视觉产品②。
日月只是完整图画中的一小部分，这些图像可以从原本的画稿（粉本）中被分离出来，成为一个

片段被传播并运用于新的图像。 我们在这些图像上看到的不是具有连贯性程序的图像整体的转移，
而是片段重新拼接，形成的新的集合体。 但无论新的图像集合体的整体意义是什么，这一碎片作为

日月符号的基本意义不会改变。 虽然经过传播、接受和改造，但这一片段仍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这种相对稳定的日月表现模式，并不是对自然事物表征的直接描绘，而是包含视觉经验之外的

想象和信仰及由此而生的公式化的表现模式。 这种公式反映出传说和图像的动态的关联。 特别是

对月亮的表现，因为传说的多样，象征月轮的圆形中所绘的标志也多有变化。 无论是画师还是观者，
不仅要接纳一个与传说相关的标志，还能懂得这一标志表达意义的公式，并根据自身表达的意愿进

行调整。
按照这一模式表现的日月图像被运用到新的图画中时，不是一个图像元素的简单借用，而是包

含这个图像对元素的表现模式及标志性符号的理解。 如果当地人并不理解金乌、蟾蜍（玉兔、月桂）
和圆形进行组合的含义，就无法认识到这一图像代表的是太阳和月亮，进而也会妨碍对图画整体含

义的认识。 唯有接受了这一作为形式有机体的公式的人，才有可能运用这个公式创作出诸多变体。
汉式日月图像所代表的这类图像，看似脱离其原生的艺术系统，独立流传，但其被接受和使用，离不

开对其意义表现的公式和产生这个公式的背景知识的接受，因此其传播范围实际受到缠绕于图像中

的文化因子的限制。 故而，其传播和接受不仅反映了图像形式层面的交流，更见证了深层次的文化

融合。
周、秦两代文化向东西的传播，渐渐造成了文化及社会上“汉化”的区域③，因此汉式日月图像在

广阔的中华文化区域内普遍被接受和运用。 意义表达模式和图像形式之间的关联，使得图像的传播

受到相关经验、知识等文化因子传播范围所限定的无形边界的影响，从而使图像片段的传播不仅发

生在形式层面，还彰显特定民族文化的融合。

（责任编辑　 卢　 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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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雷德侯《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张总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５，第 １１ 页。 图像记号
中普遍意义的表达，不是视觉对象的单纯再现，而是思维内容的客观化“呈现”，使变化经验中相对恒常的概念找到表达的载体。
详巴克莱的视觉理论。
参见雷德侯《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张总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５，第 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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